
文化与哲学

基督信仰中国本土化的症结
唐 逸

基督信仰传华以来
,

有 巧 个世纪的长远历史
,

自人

华伊始
,

便致力于本土化
,

却迄今未见成功
,

未尝建树一

种略类于 中国佛教的中国基督教
,

根源究竟何在 ?

或谓近代基督教在华广传
,

乃 以不平等条约为先导
,

颇有文化侵略之嫌
。

中华民族的自尊受到挫伤
,

故对基

督信仰较之其他外来信仰
,

拒斥特甚
。

近百年来便有多

次民众性的运动
,

皆与拒斥外来基督教相关
,

如世纪初的

义和 团运动
,

20 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
,

50 年代的三 自爱

国运动
,

皆是
。

在此历史形势下
,

基督教广传则广传矣
,

深人本土文化则缺乏和平交融的心理基础
。

此论虽似有历史实据
,

然仔细思量
,

实不构成充足理

由
。

一者
,

反基督教运动大抵局限于近几十年之内
,

而基

督信仰人华有近 巧个世纪的历史
,

何以长久未能广传华

化 ? 假使在 l9( X )年以前早 已本土化
,

尚会发生近代之反

基督教运动乎 ? 二者
,

以佛教为例
,

人华以来又何尝未曾

受过多次的反佛运动 ? 北魏太武
、

北周武帝
、

唐朝武宗以

及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
,

皆恃朝廷的权势
,

远较近世的反

基督教运动为惨烈
,

而儒道二家历代多次的辟佛运动
,

也

比
“

反基
”

的宣言批判有过之无不及
。

然而佛教终于融会

中国社会及文化心理特质
,

形成独具中国风貌的三论
、

天

台
、

华严
、

净土
、

禅宗
,

长久以来
,

儒道释三教终渐趋交融

而成中国传统文化
。

而基督信仰
,

无论借着什么时势广

传
,

也只处于这个文化传统的边缘
。

五四时代以来
,

国人

曾对传统文化进行长期而系统的毁坏
,

社会体制亦长久

处于震荡擅替之中
。

不论在制度抑意识层面
,

固有的儒

道释传统皆已成支离疏史
,

却并未流然长逝
。

扭曲凋蔽

而 又杂学旁收的传统意识
,

仍然支配着国人的一言一

行
。

处于这支离文化中心的仍是儒道释
,

而基督信仰亦

仍居边缘地位
。

何以如此 ?

既然舶来信仰大抵经过颇相类似的风雷之变
,

故用

外部条件说明其归宿之殊途
,

恐难服人
。

印度佛教得以

融会中国文化
,

说明两种文化在根本观念上必有相通之

域
。

基督信仰未得融人中国文化
,

亦说明两种文化在世

界观上有拒斥之域
。

皆以内在的条件为依归
。

外在条件

只是提供一种机遇而已
。

具体言之
,

基督信仰所代表之文化系统
,

特具一种目

的论世界观
,

就本文宗旨而言
,

可自目的论历史观立论
。

犹太文化传统
,

自古以来强调独一上帝创造世界以及先

知预言的弥赛亚救主等观念
。

这里蕴涵 目的论的历史

观
。

时空的推移
,

人类历史的进程
,

是一种神圣计划得以

实现的过程
。

宇宙的秩序
,

历史的进展
,

皆不是自在的存

在
,

而依存一 自在永在
、

即外在于时空世界又以特殊启示

临在于历史的神圣力量
。

故犹太文化的历史观是一种神

圣的启示的目的论历史观
。

这便是基督信仰的世界观基

础
。

西方希腊文化得以接纳基督信仰
,

根抵是二者皆秉

具一种相通的历史观
,

即希腊目的论历史观
。

古希腊悲

剧的构成因素便是人的命运在神
,

也就蕴涵历史的神圣

性
。

努力在人
,

但人的努力终归为神的目的所挫败
。

德尔

菲的神示永为模糊两可
,

不是人的理性所能猜透
。

克雷

安提斯向宙斯的祈祷
,

是祈求按个人的努力行事
。

柏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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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信仰一个超越的

本原
,

又不以人可确证交通的方式深究其结构
,

而满

足于敬拜
、

冥思
、

敬而远之
、

敬而用之
、

思而修身
。

语
·

公冶长》)
“

所重
:
民食丧祭

。 ”

(《论语
·

尧曰》)孔子

关于天命的言论甚少
,

大抵处于暗淡的背景地域
。

墨子

主张有天之志
,

但知天意的方法如轮人操其规
,

以量度圆

与不圆
,

也就是以人的规范为准
。 “

观其行
,

顺天之意谓

之善意行
,

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
。

观其言谈
,

顺天之意

谓之善言谈
,

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
。

观其刑政
,

顺天之

意谓之善刑政
,

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
。

故置此以为法
,

立此以为仪
,

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

仁
,

譬之犹分黑白也
。 ”

(墨子
·

天志中》)天意只是一种

判断仁与不仁的方法
。

天既无启示又无计划
,

而
“
天欲义

而恶不义
”
早已设定

,

人与天并无交通
。 “

何以知天之爱

天下之百姓 ? 以其兼而明之
。

何以知其兼而明之 ? 以其

兼而有之
。

何以知其兼而有之? 以其兼而念焉
。

何以知

其兼而念焉 ? 四海之内
,

粒食之民
,

莫不牛羊
、

泵犬
,

洁为

粟盛酒酸
,

以祭祀于上帝鬼神
。

天有 邑人
,

何用弗爱也
。

且吾言杀一不辜者
,

必有一不祥
。

杀不辜者谁也
,

则人

也
。

予之不详者谁也
,

则天也
。

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

姓
,

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? 此我所以知天

之爱天下之百姓也
。 ”

(《天志上》)墨子知天意
,

全赖假设

与推论
,

其设定的义之标准即是天意
。

老子则全然否定

意志的天
,

而代之以 自然的道
。

天法道
,

而道则是本然如

尔
。

道是宇宙本原
,

万物之宗
,

生而不有
,

为而不恃
,

长而

不宰
,

显然不具主宰的意志人格
。

道又是形而上的超越

界
,

不可知
,

不可名
,

惟恍惟忽
,

玄之又玄
,

是神秘主义信

仰的对象
,

如果理解为临在于万物的
“

万物之奥
, ”

则稍类

于泛神论
。

韩非子理解老子的道为
“
万物得之以死

,

得之

以生
, ” “

万物各异理
,

而道尽稽万物之理
, ”

则不是物各以

据的物理规律
,

仍是形而上的道
。

老子更言
“

太
” “

一
” ,

《吕氏春秋》合之为
“

太一
” ,

以及阴阳 (
“

万物负阴而抱

阳
”

)
,

似为太极阴阳的宇宙观的先导
。

大凡古老的伟大文化传统
,

皆在古代某一特殊机缘

中有过一个黄金时代
,

其时巨人辈出
,

百葩怒放
,

神思煌

跃
,

与 日争辉
。

在中国
,

便是春秋末至战国时代
,

这是一

个民族睿智成熟
、

性格塑型 的时代
。

如同个人
,

一个民族

亦有其性格的塑型时期
。

一旦形成民族的语言结构
,

以

及蕴涵其中的世界观
、

历史观
、

人生态度等基本模式或潜

在前设
,

这个文化的发展便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选择

性
。

文化不是永住不变的本体
,

自然处于变动不居的过

程中
。

由于地球上人类共存的交流
,

不同的文化系统也

必交融
,

有时候一种文化甚至发展为原来形态的异质形

态
。

然而一种文化越是有自身的完整观念体系
,

以及处

理人与世界和人际关系的自信
,

则越难融会异质的文

化
。

如果将文化狭义地理解为人的生存手段
,

则一个民

族越是处于生存危机之际
,

越是可能迷失文化的自信
,

而

接纳或服膺外来甚至人侵的文化
。

汉末南北朝
,

异族人

主
,

兵火连年
,

公私涂炭
,

丧乱流离
。

当此之时
,

武帝独尊

的儒术
,

既 已倾压百家的活泼创造性思维
,

又 已融合凿纬

阴阳灾异之说
,

早已不复支持民族的自信
。

自孝武至于

哀平
,

百余年间
,

儒生进用
,

功业志气纪于世者
,

不过三

四
。

汉初原来重用黄老
,

以其顺阴阳之大
,

采儒墨之善
,

撮名法之要
,

与时迁移
,

无所不宜
。

至魏晋
,

崇尚个人 自

由蕴蓄精神解脱的老庄思想大行于世
,

在这一落一扬之

间
,

便呈现印度佛教人华广传的机缘
。

而佛教信仰的对

象
,

原非主宰万物介人历史的救主
,

故给人的自主留有相

当余地
。

中国文化的所谓特质
,

就其最普遍一般的价值取向

而言
,

并非儒家或其他某一学派的学说
,

而是汉语结构中

所蕴涵的一种世界观模式
,

大体而言
,

可姑称之为非神圣

目的论的世界观模式
。

此种观念结构
,

与中国传统各家

思想皆可相通
,

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所共有的关于世界人

生的基本观念或态度
。

假若不追究终极原因
, “

目的
”
可

以不关涉意志
,

更与神圣性无关
。

论及宇宙整体的 目的
,

实 已超越人类理性及知识
,

故关涉神圣意志或目的之信

仰
。

在中国人的信念中
,

对于宇宙及历史是否体现一种

确定不移的神圣计划
,

与其说有一种确认的信仰
,

勿宁说

持一种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
。

这也是对于超越界的

一种信仰情怀
,

但独具中国民族的性格
。

其特点是并不

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
,

并创造一个严整的象征
、

仪

式
、

观念系统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
,

以此反复加强

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
。

这正是中国文化心理对世界

的根本态度
:
即信仰一个超越的世界本原 (天

、

道
、

理
、

太

极 )
,

又不 以人可确证交通的方式深究其结构
,

而满足于

敬拜 (古代天帝崇拜及民间信仰 )
、

冥思 (道家)
、

敬而远之

(先儒)
、

敬而用之 (墨家及董仲舒派 )
、

思而修身 (理学及

心学 )
。

在这个根本态度中
,

蕴涵着非 目的论的历史观
,

人的 自足或自弃
,

以及对人性的乐观或悲观
。

既然信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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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与管理 绍
·

I

中国人认为信仰的对象可以不在身外
,

而向心性

求之
,

而向心性求之的前提
,

必是本觉
。

如此自足自

信
,

自与神圣目的论格格不能相入
。

国观念
。

佛教本土化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
,

不在本文范

围之内
。

这里仅举《大乘起信论》的本觉之说
: “

所言觉义

者
,

谓心体离念
。

⋯⋯依此法身说名本觉
。

⋯⋯本觉义

者
,

对始觉说
。

以始觉义者
,

即同本觉
。

始觉义者
,

依本觉

故而有不觉
,

依不觉故说有始觉
。

又以觉心源故
,

名究竟

觉
。

⋯⋯以远离微细念故
,

得见心性
,

心即常住
,

名究竟

觉
。 ”

印度佛教本主心性本寂
,

而中国化的佛教
,

从天台
、

华严到禅宗
、

皆主心性本觉
,

显系受中国传统心性观的影

响
。

自古以来
,

中国人便将心与诚
、

敬
、

德
、

道相联系
,

仿

佛信仰的对象可以不在身外
,

而向心性求之
,

而向心性求

之的前提
,

必是本觉
。

古经书中已有不少此类暗示
,

诸如

《周书
·

立政》
: “

亦越文王
、

武王
,

克知三有宅心
,

灼见三

有俊心
,

以敬事上帝
,

立 民长伯
。 ”

《酒浩》
: “

厥心藏
。 ”

《康

浩》
: “

联心联德
,

惟乃知
。 ”

《公羊传
·

文公二年》
: “
以人

心为皆有之
。 ”

《左传
·

喜公二十四年》
: “

心不则德义之

经为顽
,
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

。 ”

《阂公元年》
: “

且谚云
‘

心苟无瑕
,

何恤无家 ?
’

天若柞太子
,

其无晋乎 ?
”

<昭公

二十年》
: “

其祝史荐信
,

无愧于心
。 ” “

心平
,

德和
。 ”

至若

(礼记
·

大学》的那些
“

心诚求之
” “

心正而后身修
”

以及

<孟子
·

告子》的
“

耳目之官不思
,

而蔽于物 ; 物交物
,

则引

之而已矣
。

心之官则思
,

思则得之
,

不思则不得也
,

此天

之所与我者
。 ’

,l’君子所性
,

仁义礼智根于心
”

《尽心》
: “

尽

其心者
,

知其性也
,

知其性则知天矣
。 ”

《管子
·

内业》
:

“

凡心之刑
,

自充 自盈
,

自生 自成
。

其所以失之
,

必 以忧乐

喜怒欲利
。

能去忧乐喜怒欲利
,

心乃反济
。 ”

《荀子
·

解

蔽》
: “

人何以知道 ? 日 心
。

心何以知 ? 曰虚一而静
。 ” “

是

之则受
,

非之则辞
,

故 曰心容其择也
。 ”

仿佛心中皆有择

善的本性
。

汉人如董仲舒
,

论心性虽驳杂
,

似也有
“

唯心
”

“

诚敬在心
”

的倾向
,

诸如
: “

吾以心之名
,

得人之诚
。 ”

(《深察名号》)
“

内视反听
,

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
,

皆在此

耳
。 ”

(同类相动》)徐干 《中论
·

修本》
: “

人心莫不有理

道
,

至乎用之则异矣
。 ”

晋傅玄<傅子》
: “

心者
,

神之主 ; 万

理之统
。 ”

佛教由本寂转向本觉
,

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环

境中发生
。

一旦树立起禅家的明心见性
,

又影响宋儒的

学说
,

凡此皆是中国文化心理在一定条件下合乎逻辑的

发展
。

至 王阴阳
,

乃集唯心之大成
。

阳明弥留之际但 曰 :

“

此心光明
,

何复可言 ?
”

如此 自足 自信
,

自与神圣 目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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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格不能相人
。

非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历史观不仅可从

中国传统各家学说中抽绎出来
,

而且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以

及历代史家论述中亦有相当明确的表达
。

故可视为中国

文化心理的最一般表现形式
。

心性本觉
、

心即理也云云
,

乃是此种文化心理在观念结构上的一种却并非唯一的合

乎逻辑之演化
。

如此说来
,

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是否便永无融会的

可能 ? 世界并不如此简单化
。

历史也从未提供简单的必

然律
。

上文曾论及
,

民族危机之际往往 自信低落而易接

纳外来的文化
。

然而历史经验也往往提供相反的例证
。

民族危亡既可 以表现麻木冥顽
,

也可以如犹太民族那样
,

其命弥并
,

其信弥坚
。

历史的机缘
,

难以预测
。

故中国文

化与基督信仰的关系
,

亦不能论定
。

这里可 以探讨另一

种理论
,

来
“

辩护
”

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融会的可能性
。

便是中国文化心理中隐涵的
“

作为方法的文化
”

论
。

文化可以视为实体
,

甚至本体
。

后者又与语言本体

论有关
。

现代西方哲学
,

从维特根斯坦到海德格
,

大抵与

语言本体论相关
。

在语言结构之外并无意义的本原
。

此

间有繁复的技术问题
,

本文不逞论及
。

总之可将文化视

为不变的实体和意义的本原
。

其后承之一
,

便是异质文

化不能相融和相容
,

甚至不能交流
,

而导致文化冲突论
。

然而中国文化心理既然不 主神圣 目的论
,

也就将文化和

历史视作变化不已
、

流动不息的可塑性对象
,

而突显出人

的主体性
。

事实上
,

任何文化
,

作为主体的人的产物
,

皆

可视为方法
,

人的存在的形式
。

文化是过程而非实体
,

是

方法而非本体
。

过程的观念
,

与大易生生不息
,

以及
“
大道把兮

,

其可

左右
,

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
”

的思想相通
。

与后儒气化学

说
、

佛家的缘起之说
,

以及过程哲学
,

皆有相通之处
。

文

化是人的精神产物
,

是与自然相对待的人之语言行为所

构成的精神及物质结构
。

一旦形成
,

便成为意义的本原
,

有极大的相对稳定性格
,

故易被视为不变的实体
。

然而

文化并非 自在
,

不可能脱离人这个主体而存在
。

因此
,

只

要人的存在生生不息
,

作为方法的文化亦必生生不息
,

恒

常流动
。

再者
,

过程流动的观念与时间的真实性相关
。

时间

的历程不是简单的流逝
,

而每时每刻赋有新的内容和意

义
。

故历时的文化即使呈相对的稳定态
,

也不是重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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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社会中的一切宗教信仰
,

皆属个人抉择
,

故

基督信仰在现代中国的少数地位
,

实已历史地预设
,

契入融会云云
,

亦是融为多元文化之一元
。

仰
,

能否融会中国文化
,

与其能否 以艰贞卓绝的成绩立足

于中国学术有莫大关系
。

仅仅译介外国神学
,

只是一种

学步
,

如果再加傲慢
,

恐连学步亦且未及
。

仅以译经为

例
,

亦应直追六朝隋唐的庄严宏大
。

当时的翻译事业
,

固

然常有朝廷的支持
,

然组织之填密
,

备略之妥慎
,

用功之

龟勉
,

辞义之庄雅
,

诚信之深笃
,

皆属个人努力之结果
。

于翻译原则的探究
,

亦不遗余力
。

竺法护的
“
言准天竺

,

事不加饰
” ,

释道安的
“
五失本

,

三不易
” ,

以及所谓
“

声声

不别
,

印印皆同
”

的求真不舍精神
,

足令后之来者
,

有所敬

畏
。

何况佛家的学术业绩绝不仅止经典的译介
。

3
.

伦理的契入点 中国文化注重履践
,

对宗教生活

的需求
,

以及对一种宗教的接纳
,

往往以传布者的人格表

现为归依
。

听其言而观其行
,

讲道者所行之道
,

较其所讲

之道
,

对于中国人而言更为真实
。

凡有善行救人的宗教
,

大抵易为国人所容纳
。

义和团时期内地会的戴德生
,

至

今被人传诵
。

假如 19 世纪广传时期在华的传教士有成千

上万个戴德生
,

也许不致发生义和 团运动
。

明末利玛窦

在士大夫阶层受到敬重
,

与其人格力量颇有关系
。

基督

信仰在华成败的关键
,

颇大程度上在于有多少爱人如己

笃行不倦的基督徒生活的中国人中间
,

活出基督
。

4
.

美学的契入点 中国文化注重美感
。

中国人与宇

宙自然以及超越的道之交流
,

常在美感领域
。

如果没有

历代的佛教艺术
,

如石窟壁画
、

大佛石雕
、

庄严寺院
、

绘画

诗歌
、

民间宝卷
、

戏曲传说
,

能否想象佛教在中国的流

布? 固然古代佛教建筑常有权势者的支助
,

如(洛阳伽蓝

记)记述的佛寺四十所
,

皇帝救建者四
,

后妃兴建者三
,

亲

王建造者十二
,

阉寺所造者六
。

然而民间建筑尤赖信仰
,

艰苦卓绝
。

(集神州三宝感通录) 记北凉石窟开凿情形
:

“

⋯⋯以国城寺塔终非云固
,

古来帝宫终逢偎烬
,

若依立

之
,

效尤斯及
,

又用金宝终被毁盗
。

乃顾晒山宇
,

可 以终

天
。

于州南百里
,

连崖绵亘
。

⋯⋯安设尊仪
,

或石或塑
,

千

变万化
。

有礼敬者
,

惊眩心 目
。 ”

又如 《李君莫高窟佛完

碑》
: “

莫高窟者
,

厥前秦元二年有沙门乐搏
,

成行清虚
,

执

心恬静
,

当杖锡林
,

行止此山
,

忽见金光
,

状有千佛
,

遂架

空凿山臣
,

造窟一完
。

次有法良禅师
,

从东届此
,

又于尊

师窟侧
,

更即营建
。

佛教在中国的成功并非偶然
,

确实付

出最艰巨的劳作
,

发挥了信仰与人格的光芒
。

以上所论契人点
,

意在提示
,

决非定论
。

总括言之
,

中国文化的天然性格
,

虽难调合所谓异质文化
,

但在原则

上并不拒拆与任何文化的融会
。

法相唯识宗曾因坚持印

度本寂思想而未能流行中国
,

然而本世纪以来又有复兴
,

学术界 日益认识到唯识论严谨思维的价值
。

基督信仰
,

唯其具有异质文化的特色
,

方有激励催化中国本土文化

的作用
。

中国文化以其非神圣目的论世界观曾疏离基督

信仰
,

而中国世界观又隐涵作为方法的文化
,

趋向于各种

文化的融会
,

并于现代显示出对异质文化的需求
,

而此时

西方的基督信仰已一落千丈
。

基督信仰在西方不仅早已由普世的社会体制降而为

多元价值中的个人抉择
,

而且在上帝已死和科技至上的

氛围中
,

亦早已退居少数地位
。

此时的中国社会却由于

长期以来对传统的毁坏而呈现价值的空虚
,

甚至有人希

冀在中国 出现类如韦伯所理想化的那种以加尔文教事奉

上帝的工作精神来实现中国的
“
现代化

” 。

实际上
,

韦氏

所理想化的那个时代正是西方基督信仰世俗化的那个时

代
:
如果事奉上帝成为一切行业的日常工作

,

亦即无异于

取消普遍宗教意义的事奉上帝
。

此必以曾经基督化的社

会历史为前提
。

故此种历史机缘不可能在中国重现
。

中

国的历史从来便是以非神圣目的论世界观为基础的人文

传统
。

目前的价值空虚
,

既以市场
、

法制
、

科技的现代社

会为指归
,

故不可能指向传统的复兴
,

或饭依外国的历

史
,

而只能指向本国传统的新生
。

在这新生途路中
,

对异

质文化的需求
,

亦仅能通过个人的抉择
,

而非社会整体的

抉择
,

在历史的演化中渗人中国的文化传统
,

如佛教的中

国化过程所显示
。

在现代社会中
,

真正具有普世社会体

制的资格者
,

唯有市场
、

法制与科技
。

一切宗教信仰
,

或

超越法律的价值
,

皆属个人抉择
。

故基督信仰
,

或任何其

他超越性的信仰
,

其在现代中国的少数地位
,

实已历史地

预设
。

契人融会云云
,

亦是融为多元文化之一元
。

这便是

基督信仰与中土文化遭遇千五百年后所处的一种奇异关

系
。

(作者单位
:

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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